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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重塑人机互动的基本模式。人机关系正从单一的工具性协作，逐

步演化为涵盖执行协作、认知协同与情感支持的多元互动形态。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不同的人机互动模式对人

类认知能力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ＡＩ能够扩张并增强个体的认知功能；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某些认知功能的

收缩与退化。未来关于人机关系的理论探讨与人机互动的实践设计，均需探索这种张力的平衡与调节机制，发挥

人机关系对人类心智的促进作用，抑制人机交互对人类心智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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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人工智能技术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发展至今，已
从单一能力突破（如 ＡｌｐｈａＧｏ在围棋领域超越人
类）演进至以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表的通用整合与生成

阶段，形成多领域、多层次、多场景应用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新格局。随着模型推理能力的提升，结合多
模态信息处理与语音交互技术，ＡＩ通过参与新知识
生产，逐渐获得类主体性地位，对传统人类本位的智
能观构成挑战。以新闻业为例：写作机器人实现低
成本高效的结构化报道生产，算法分发提升内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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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度，多模态大模型重构新闻形态，人工智能自动化
已成为重塑新闻生态的基础逻辑［１］。大模型技术的
可扩展性、多任务适应性与能力可塑性，使其广泛应
用于对话交互、创意生成及知识管理场景。目前行
业大模型已渗透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覆盖需求
分析、模型选型、应用部署等关键环节。
当ＡＩ成为日常生活的行动者、组织者乃至决

策者，人类语言、关系与认知边界正经历结构性变
革［２］。彭兰指出，智能体如同映照人类认知与社会
生态的镜子，因此ＡＩ研究需超越人机差异比较，聚
焦智能体对人类的重塑机制［３］。随着大模型构建起
拟像世界的体系，ＡＩ的类人属性日益丰富，促使人
类形成涵盖技术信任、准人际信任等多维度的复合
认知结构［４］。人机情感互动的常态化更催生出兼具
亲密性与异质性的“超社交关系”［５］，建立起跨物种、
跨物质形态的新型交往范式［６］。至此，人机互动已
成为继人际关系之后的基础社会关系。例如“人机
双螺旋”内容创作模型提出，人类与ＡＩ通过双向增
强实现协同进化，其流程涵盖共情、提示、构思、原
型、测试与执行六个阶段［７］。具体表现为：人类借助
数字角色分析用户需求，通过提示工程激发 ＡＩ创
意生成，利用大模型快速可视化原型，再基于ＡＩ模
拟能力优化迭代。这种深度协作标志着人机关系从
工具性使用转向共生性参与。
分布式认知理论提出，认知不仅仅发生在个体

的大脑中，而是分布在个体、外部工具、符号系统和
社会互动之间，也即认知不仅限于个体思维，还涉及
与他人思维、物理对象和技术的互动［８］。当人与ＡＩ
互动时，思考和决策的过程延伸到ＡＩ的算力、算法
模型和界面设计中，整个认知过程通过人类自然语
言表达—ＡＩ大语言模型处理—交互界面输出三个
层级的信息流动来完成。人机交互研究本质上仍是
对交互情境中人类心智的考察，需从情感、认知、行
为三维度观测其新变。本文将从人机互动模式的演
变与新型人机关系的分类着手，基于分布式认知理
论来探讨ＡＩ时代人机关系对人类心智能力的重塑
机制，最终提出 ＡＩ时代人机关系的学术思考路径
与实践应用启发。

二　ＡＩ时代的人机互动模式
与新型人机关系

（一）人机互动模式的演变
早期对人类机器关系的现象学考察将“机器”视

作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各类物理器械，包括简单

工具（粉笔、闹钟等）与复杂机器（天文望远镜、飞机
等），人机关系即人在借助各种机器体验世界时所产
生的具身关系，是机器作为人类身体延伸去体验世
界的关系［９］。在这种人机关系的概念下，电视、电
影、广播等媒介都可以被视为受众体验世界的工具，
通过媒介体验的世界（媒介景观）与直接体验的世界
（现实景观）共同作用于人们对外界和自我的认知。
和其他工具不同的是，人与媒介的关系除了这种媒
介充当中介的具身化体验，还有媒介扮演拟主体性
角色的准社会互动体验，即媒介被当作可以进行社
会交往的“他者”。例如，观众会对电视剧中的角色
产生互动错觉与单向的情感依赖，这种关系被称为
准社会关系［１０］。计算机应用的互动性进一步深化
了人机关系中的社交属性，媒介等同理论认为计算
机用户会将表现出一定拟人线索的计算机看作社交

对象，并复现人际传播中的社交规则［１１］。从上述关
系演进路径来看，随着非人类实体的拟人化程度增
加，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差异越发模糊，这种
模糊性在人工智能应用普及后更加凸显。
自动化机器时代的劳动分工是将常规数据收集

和分析任务分配给ＡＩ，将问题提出与结果解释等高
阶任务交由人类负责，但现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
可以承担更广泛、更深度和更需创造力的高阶任
务［１２］。传统人机交互的重点放在人类和非ＡＩ计算
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上，这些系统依赖于固定的规
则逻辑和算法来响应来自人类的输入，人类以“刺
激—反应”的形式与系统交互，系统在人类监控下执
行指定任务，本质还是承担一个工具性角色。在出
现ＡＩ自主性驱动的人机系统后，机器从辅助工具
拓展为与人类协作的队友。例如，大模型凭借理解
复杂语言模式和产生类似人类反应的能力，已经可
以与作为提示者的人类共同完成知识的创造和

传播。
当ＡＩ被视为协作伙伴时，人们会期望像人际

沟通一样从协作者处获得回应和反馈，尤其是情感
反馈。人工共情，即ＡＩ感知、理解并共享他人思想
和感受的能力，被认为是弥合人类在情感和社交层
面的客户体验差距的关键，应该成为未来 ＡＩ驱动
的企业与客户互动中的重要考量因素［１３］，例如人工
智能在营销领域就存在巨大机遇和潜在收益。缺乏
共情能力的ＡＩ往往很难用于涉及直觉和感情的任
务，难以通过计算模型实现对人类认知和情感共情
的编码，ＡＩ代理可以通过展示共情的表征，包括观
点采择、共情关怀和情绪传染，来模拟人类共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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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情景中对用户实施人工共情，可以更好地满
足用户的情感需求、提高关系满意度、提升用户幸福
感，这对市场营销活动尤其有益，可以优化客户体
验。当前ＡＩ在营销中的应用大多集中在影响客户
体验的认知和行为维度上，例如使用算法推荐产品
以减少信息过载，但是暂时忽略了跟客户的情感和
社交互动，存在回应的机械化与沟通的低效性等问
题，这恰好是 ＡＩ营销与人类营销的差距所在。如
果ＡＩ在人机互动中可以增强积极情绪或调节消极
情绪，就能够更好地创造人机沟通中良好的情感循
环。一个具有共情能力的ＡＩ代理可以通过观点采
择来理解情景，并利用共情关怀来识别消费者的情
感状态，为其提供情感支持，这些行动可以显著提高
消费者黏性［１４］。
当前备受关注的人机互动领域主要包括工业生

产、医疗健康、商业运营、教育实践、环境保护及创意
工作等。其中，技术部门通过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
究，持续优化价值链的效能、动态性、灵活度与适应
力；在决策科学领域，ＡＩ系统被用于评估高危情境、
提供分析建议，整合现有战略技术成果，实现知识共
享与资源利用最大化；在沟通交流层面，社交机器人
帮助孤独症儿童提升社交技能，算法推荐与 ＡＩ客
服在接待服务与旅行服务领域提高了工作效率，教
育助手通过个性化指导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对于设
计师、科研人员等创意思维工作者而言，ＡＩ在构思
理念、生成执行方案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１５－１７］。
由此，从认知决策到情感交流，人机交互开始在越来
越多的行业日常化。ＡＩ技术的发展趋势有两个典
型方向：一是技术能力从专用智能走向通用智能，二
是其自主决策能力由低变高。越先进的ＡＩ，越能在
无持续人类干预下，通过感知环境、分析信息来制定
决策并执行行动。根据ＡＩ技术能力与自主决策能
力的发展程度，当前人机协作活动中 ＡＩ已经可以
在行为、认知和情感三个层面承担不同的角色分工。
据此，基于功能导向可以将人机关系划分为执行协
作关系、认知协同关系与情感支持关系。

（二）新型人机关系的分类
执行协作关系是人机交互初级阶段出现的关系

类型，根据自主决策能力的高低，执行协作关系中的

ＡＩ可以分为工具型 ＡＩ和自主型 ＡＩ。决策能力低
的工具型ＡＩ表现为人类发布指令，ＡＩ理解人类意
图并作出符合社会规范的价值响应，大致包括：信息
处理型工具，如搜索引擎与智能翻译；生产力增强型
工具，如编程辅助与办公自动化；决策支持型工具，

如金融分析与医疗诊断。它已广泛应用于医疗健
康、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领域，如为老年人与残障
人士提供辅助的护理机器人、制造业中的协作机械
臂、教育场景的学习机器人、金融行业的数据分析工
具等［１８］。决策能力高的自主型ＡＩ能在动态环境中
独立完成价值判断与行动选择，其具备感知独立性、
决策闭环性与适应性学习等要素。自动驾驶是典型
的自主型ＡＩ应用，计算密集型ＡＩ技术的发展使自
动驾驶车辆实现了高精度环境感知，能在无人工干
预下作出安全的实时决策［１９］。随着 ＡＩ环境感知、
自主决策、执行任务能力的不断增强，其自主决策应
用从自动驾驶拓展到无人机、智能农机、物流机器人
等多个领域。例如，无人驾驶收割机越来越具备自
动收割并优化农田管理策略的能力，无人战斗机可
以自主侦察并执行战术决策。与工具型 ＡＩ相比，
自主型ＡＩ更具备通用智能的表征，但本质上依然
是专用智能的集群化扩展。
大语言模型让ＡＩ表达的流畅度达到前所未有

的水平，使得人与 ＡＩ的认知协同关系得以产生。
从现实应用来看，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协作型关系是
在辅助创意写作方面人与ＡＩ成为共同作者。Ｃｈａｔ－
ＧＰＴ等大语言模型应用凭借其语言能力（生成流畅
文本）与构思能力（产生新创意）与人类协作者协同
创作。换言之，当前认知协同型人机关系正从会议
安排、拼写检查、航班预订等简单机械任务应用场
景，逐步向复杂对话、生成文本、创作高质量图像视
频，以及为网站和应用制作交互式 ＵＩ原型等任务
拓展，极大地提升了诸多行业的工作效率。整体而
言，人类－人工智能的认知协同主要从三个方面支
持知识生产：日常任务自动化、增强认知能力与促进
创新。具体而言，大语言模型可以通过简化各种研
究任务、放大分析能力，帮助人类产生新的见解和想
法［１２］。基于理论－实践与 ＡＩ－人类两个维度，当
前人机的认知协同表现出四种类型：一是 ＡＩ主导
理论构建（ＡＩ－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理论性高，ＡＩ
参与度高），大模型在理论研究中起主导作用，以最
少的人类干预驱动理论见解的生成和分析；二是ＡＩ
作为实践者（ＡＩ－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实践性高，ＡＩ参与度
高），在人类指导下执行实际任务，应用于现实场景；
三是ＡＩ－人类共生（ＡＩ－ｈｕｍａｎ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实践性
高，人类参与度高），人类与ＡＩ协作互补，人类创造
力与 ＡＩ分析能力协同作用；四是人类主导 ＡＩ
（ｈｕｍａ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Ｉ）（理论性高，人类参与度高），
人类在ＡＩ辅助下主导概念建构和理论发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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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支持关系是人机深度交互后出现的关系类

型。情感曾被认为是人类区别于 ＡＩ最根本的特
质，但伴侣型关系的出现意味着人机交互从认知沟
通衍生到情感交流。从需求端来看，人类在追求与

ＡＩ无障碍互动的过程中期待与ＡＩ建立类似于人际
关系的亲密关系；从供应端来看，ＡＩ技术已经可以
模仿人类情感。在供需的合力作用下，人机情感互
动逐渐趋向日常化［２０］。这种建立在复杂技术系统
基础上的情感互动超越了类社会互动，更接近于人
际社交关系模式，但又不完全等同于面对面的人际
交往。有学者打破“拟人化”思维局限，将其解释为
跨生命、多物种的新交往模式［７］。例如，通过让聊天

ＡＩ充当朋友、恋人等多种角色，许多用户与ＡＩ建立
了比与人类更深厚的情感联系，并产生了强烈的情
感依恋。随着日常互动的增多，人类可能会在交流
中受到聊天ＡＩ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情绪变化。如果
聊天ＡＩ的表达中出现不道德、含有威胁、侵犯隐私
或其他伤害性行为，会导致用户出现恐惧或悲伤等
负面情绪，长此以往可能会影响其心理健康。例如，
在使用聊天机器人Ｒｅｐｌｉｋａ的过程中，Ｒｅｐｌｉｋａ会突
然输出一些过分亲密的语言，让用户觉得突兀和反
感［２１］。当然，如果聊天 ＡＩ能够提供快乐和友好的
交流，人们也会获得相应的情绪支持。
但是，执行写作、认知协同与情感支持三种人机

关系的分类不具有绝对性，而是一种依赖于人类意
图、使用场景和交互深度的相对性产物，三者的边界
具有流动性、模糊性和交织性。三种关系可以被想
象为一个三维空间模型，其中 Ｘ轴即执行协作关
系，表示从低到高的任务完成度；Ｙ轴即认知协同关
系，代表从低到高的思维耦合度；Ｚ轴即情感支持关
系，表示从低到高的情感联结度。在这个空间中，任
何一段具体的人机关系都可以被映射为一个坐标

点，大多数具有意义的人机交互状态往往位于空间
内部，是三个维度不同程度叠加的区域，而非单一轴
线。基于这一空间化的构想，我们可以通过具体应
用场景的坐标定位来进一步理解三种关系如何在现

实的人机互动中相互交织。例如，护理机器人可以
被定位在“高执行中认知高情感”上，因为它既能够
完成具体操作，又能提供信息解释，同时给予情感陪
伴；编程助手则更接近“高执行高认知低情感”的位
置，强调代码生成与逻辑协同，但在情感维度上相对
缺乏；而ＡＩ聊天伴侣则体现为“低执行中认知高情
感”，其任务执行较弱，但是可以在对话交流和情感
支持上发挥重要作用。由此说明，执行协作、认知协

同与情感支持三类人机关系并非互斥的类别，而是
在不同情境中以不同组合被激活，呈现出并存交织
的关系状态。

三　分布式认知理论下新人机关系
重塑人类心智的可能性

（一）分布式认知理论
分布式认知理论认为认知不仅存在于大脑，更

存在于世界［２２］１，认知活动并非仅由单个个体完成，
而是在一个由人、工具、环境组成的协作系统中协作
完成，功能认知系统的四个单元（感知、记忆、处理和
执行）分别由不同行动者分别承担［２３］。分布式认知
理论作为研究人类群体协作的框架，通过将认知疆
域从个体内部拓展至人与环境资源的交互层面，为
理解新人机关系对人类认知的影响提供了可行思

路。具体而言，认知活动不再局限于个体大脑中，而
是在人与ＡＩ系统交互之中协同完成。ＡＩ与人共同
承担信息加工、判断和问题解决的任务，形成一个混
合智能体系统。当认知系统以社会分布式形态存在
于多个相互依存的行动者———如人与 ＡＩ———之间
时，个体间需要通过协作整合各自的问题解决资源，
这些资源的动态协调机制对其协同行动至关重

要［８］。人类协作能力的核心要素是心智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ＴｏＭ），即智能体对自身及他人
心理状态推断的能力，传统的关注重点是尽可能使

ＡＩ具备人类水平的ＴｏＭ 推理能力，但是这类目标
导向难以识别人类在协作任务中优于ＡＩ的关键要
素，并且忽略了协作环境对人类认知实践的重要意
义。分布式认知理论将研究重点从“以人为中心”转
向去中心化的“关系本体论”，将 ＡＩ视为认知系统
的核心参与者。
在这一前提下，分布式认知理论提出了两个基

础问题：通常归属于个体心智的认知过程如何在群
体中实现？参与群体活动如何反塑个体心智的认知

特性［２４］？人类心智能力通常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
三个层次，其中情感最易受影响，认知相对稳定但可
塑，行为作为心智系统最外显的层次变动最慢。但
是ＡＩ模仿人类心智的顺序呈现出一个与上述路径
的逆向结构：行为（走路、开车等）作为可编程、目标
导向的物理或数字行为，最容易被模拟；认知模拟诸
如知识整合、推理创作等，虽然不等于人类认知过
程，但可以有效呈现产出结果；情感（共情）因为与具
身经验、生理基础密切相关最难模拟，ＡＩ可生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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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话术”，却难以产生真实情感状态。ＡＩ时代，人类
心智能力的三个层面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执行协

作、认知协同与情感支持三类关系与ＡＩ交互，在交
互过程中个体心智被影响甚至重塑，总体而言，处于
人机关系中的个体表现为心智能力扩张与收缩两个

面向。
（二）心智能力如何被重塑
扩展心智理论（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Ｍｉｎｄ　Ｔｈｅｓｉｓ）提出，

若外部工具（如笔记本）在功能上与内部认知过程
（记忆）等效，在使用上也具有稳定性、即时性和可靠
性，那么该工具应被视为认知系统的组成部分。心
智作为一个遍布身体与环境的动态系统，其中具身
性、行动性与环境适应性共同构成了认知的本
质［２５］。Ｓｍａｒｔ将扩展心智理论应用于当代数字技
术与互联网语境，指出网络与 ＡＩ等数字媒介作为
外部认知基础设施参与人类推理、记忆与决策，重塑
心智功能的边界［２６］。当外部技术被持续地、可靠地
嵌入人的认知链条时，它开始真正承担某些认知和
情感功能，进而重塑人类的心智能力。已经有认知
神经研究揭示了神经可塑性，长期使用外部工具的
个体会重塑大脑的认知加工路径，例如使用搜索引
擎后，人更倾向于记住信息的位置，而非信息本身，
这对应海马体与前额叶的活动变化［２７］。
当ＡＩ认知决策参与的范围越来越广，人机情

感联结日益深入，人机共生的关系网络逐渐替代部
分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这种背景下，ＡＩ不仅可
以影响人类在成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也可以改变人
类成长期过后的心智能力。这种转换可能会产生镜
像效应，即人类反向参考ＡＩ的决策机制，一方面可
能由此打破自身的认知局限，另一方面可能因此出
现围绕ＡＩ数据驱动逻辑的认知同质化危机与人类
认知权威解构，人类心智能力既可能被扩张，也存在
被收缩的风险。
心智能力扩张指的是人通过与 ＡＩ的互动，在

信息处理、思维广度和情感调解等方面获得了超越
个体本身的能力，相当于一种心智外延或者认知带
宽的增容。ＡＩ可以作为心智“外接器官”，通过提升
心智的灵活性、广度和韧性，帮助人类跨越认知与情
感的局限，增强复杂任务处理、自我调节等能力。例
如，在执行协作关系中，ＡＩ分担重复性任务可以将
人类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更复杂的创造性
活动；在认知协同关系中，人类通过与ＡＩ的对话突
破认知盲点，形成更开放的解释框架；在情感支持关
系中，ＡＩ通过缓解人类的焦虑、孤独与轻减认知负

荷，增强人类的决策能力。
心智能力收缩是指人类在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或

外部技术时，部分认知功能不再得到充分调用或训
练，导致心智能力在范围或深度上出现弱化的过程。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曾有类似论
述：新技术延伸某一感官时，往往会使其他感官麻
痹，例如记忆外包给文字后，个体记忆力会消
退［２８］２５－２６。如果将“延伸”视为心智能力扩张的哲学
表述，“麻痹”则呼应了收缩的深层逻辑。在人机关
系中，当执行任务被ＡＩ替代时，人类技能逐渐失去
练习与调用的机会；当推理和记忆被外包时，批判性
思维与独立判断趋于弱化；当情感支持依赖于拟人
化机器时，真实的人际交往动机可能被侵蚀。
心智能力的扩张与收缩是人机交互中并存的孪

生现象，看似矛盾，实则构成一种内在的双向动态。
在元认知层面，即个体对自身认知活动的察觉、监控
与调节过程中［２９］，ＡＩ一方面通过提供即时反馈与
外部参照，帮助人更清晰地意识到自身局限，从而强
化自我监控与学习调节；另一方面，当个体习惯于无
条件依赖ＡＩ时，其对思维过程的检验与修正被外
包，批判性监控能力因此弱化。事实上，这种扩张与
收缩的张力，已在执行协作、认知协同与情感支持等
多种人机交互场景中反复显现。

四　新人机关系下人类心智能力扩张
与收缩的具体表征

　　（一）心智能力的扩张：行为偏差纠正、认知边界
拓展与情感投射对象延展

心智能力的扩张并非单一维度的增强，而是沿
着执行、认知与情感三条路径展开，对人类行为模
式、知识边界与社会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在执行协作层面，ＡＩ对人类心智的纠偏效能本

质上源于其精准的功能聚焦，这种优势来自 ＡＩ与
人类在变量处理能力和决策稳定性上的差异。人类
的工作记忆仅能处理约七个信息单元，面对复杂决
策时容易过度强调显性变量，忽略隐性因素，而 ＡＩ
的高信息容量更容易实现全维度决策。并且人类的
噪声过滤能力相对较弱，情绪波动、时间压力、社会
期望等干扰变量都会影响决策稳定性。ＡＩ将人类
从这种生物学限制中解放出来，减少人类认知与行
为偏差，优化决策效率。另外，这种关系也代表着人
类在部分任务场景下决策权的让渡，推动人类认知
从“理解世界”向“理解智能体如何理解世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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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协同更突出地表现为ＡＩ对心智能力边界
的拓宽，因为人类可以通过 ＡＩ实时调取远超脑容
量的知识库。这种关系的本质是ＡＩ通过机器学习
不断逼近人类认知的“暗知识”（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边
界，人类则通过价值判断和创造性思维引导 ＡＩ的
发展方向。当前讨论热度较高的主题是接受高等教
育的学生群体如何在学业中使用 ＡＩ，尤其是 ＡＩ如
何影响写作这一复杂认知行为。ＡＩ最初的作用主
要体现在利用语法校对、风格检查等提升写作质量，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突破，新一代大语言模型
已将ＡＩ的学术写作辅助能力拓展至选题构思、框
架搭建、文稿撰写及修订润色等范畴，能够为写作全
流程提供多维度支持，提升写作效率与表达清晰度。
对于学术写作中至关重要的批判性分析与反驳论证

等环节，ＡＩＧＣ已经展现出激发创作灵感、增强文本
连贯性、提升整体质量的潜力［３０］。研究发现，与

ＡＩＧＣ进行高度互动、迭代式协作的博士生能取得
更优异的协作表现，这证明有必要在高等教育中深
化人机认知协同［３１］。

ＡＩ在情感支持上的作用不仅是技术的整合，更
是对社会关系认知的范式变革。人们将ＡＩ视为能
够进行情感互动的关系性实体，将对同类的情感投
射延展至ＡＩ。尤其随着ＡＩ可以提供跨越时间的延
续性情感交流与体验，技术模拟与真实情感体验的
边界逐渐消弭。当前人机亲密关系主要有两种方
向：一是ＡＩ作为数字纪念碑，用于保存、延续、模拟
逝者的记忆、情感与互动，成为“后人类”亲属，重塑
人类对死亡的认知［３２］１２５；二是 ＡＩ被用来填补亲密
关系缺口，尤其在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碎片化、存
在较大照护缺口的当下，ＡＩ作为护理角色，通过日
常陪伴、共情倾听等情感劳动，建立起不亚于人际关
系连接强度的互动关系。ＡＩ越能模拟人类信念、情
感和能动性，就越能影响人类的身份认同与自我
认知。

（二）心智能力的收缩：认知控制的外包，判断力
的削弱与情感联结的弱化

与心智能力扩张相对应的是人类在认知控制外

包、判断力削弱与情感联结弱化三个维度上心智能
力的收缩。
首先，在执行协作的场景中，自动驾驶最能体现

认知控制的外包。司机长期依赖车辆的自动决策系
统，会削弱对路况的主动监控与应急反应能力，本质
上是放弃了对整体认知过程的主导权［３３］。这种外
包由两个机制共同推动：其一是认知卸载，即个体通

过外部工具降低认知负担，以追求效率。大语言模
型在知识生成上的卓越性能使其在写作、问题界定
等任务中被广泛使用，但这种转移也带来去技能化
风险。研究发现，当工作者从主动参与角色转变为
被动监督角色时，可能会出现技能流失现象［２４］。这
引发了对人机协作中基础知识与思维习惯是否会因

过度卸载而退化的担忧。在人机交互时，人类用户
应当进行多大程度的认知卸载，以及让渡哪些认知
功能，尤其是决策功能，都需要仔细考量。其二是新
增的认知负荷。自动化反讽论揭示，人机合作常伴
随悖论：一方面，自动化系统的设计缺陷本身可能成
为故障源；另一方面，未被完全自动化的任务仍需人
类承担，造成责任不清。在ＡＩ辅助设计中，设计师
常需投入大量精力验证和修正生成内容，这反而延
长了迭代周期。同时，ＡＩ目前还存在简单任务增效
显著、复杂任务效果受限的缺陷，例如，可以处理简
单的法律分析，却在复杂法律推理中频频出错［３４］。
这种由技术复杂性带来的额外判断与理解成本，迫
使用户因负担规避而更加依赖 ＡＩ的结论，从而加
速了认知控制的外包。
其次，在认知协同与决策支持领域，ＡＩ的广泛

应用则导致判断力的削弱。数据驱动的算法已进入
社会福利、司法、医疗和教育等关键公共领域，甚至
在某些环节部分取代人类判断。然而，人类在面对
算法建议时往往表现出自动化偏见（明知 ＡＩ有风
险却依然选择听从）以及选择性服从（当算法结论符
合既有刻板印象时更愿意采纳）［３５］。这意味着，如
果缺乏批判性监督，算法治理可能放大偏见与错误。
尽管“以人为中心的设计”（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ＨＣＤ）理念通过责任性（确保ＡＩ决策可追溯）、自主
性（动态环境中的自主感知与决策）、公平性（确保模
型不因种族、性别或残疾等因素产生歧视）、透明度
（向终端用户公开模型运作机制）、可解释性（阐明模
型决策的内在逻辑）、可信度（提供安全保障）与隐私
保护（防止数据未经授权使用）等原则，提高了 ＡＩ
辅助决策的质量［３６］，但这种改进也增强了人类对算
法结果的依赖。在提升效率与信任感的同时，人的
独立判断力可能因此进一步被削弱。
此外，同化效应认为，个体在智能体身上感知到

的“人性”越多，在真实他人身上的“人性”感知就越
少，进而弱化与现实社会的情感联结。ＡＩ技术不断
突破表层拟人化，力图赋予其类人情感属性，使其能
够通过面部表情、肢体语言与语音语调等非语言线
索识别并适应人类情绪［３７］。伴随类人化交互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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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及，情感因素在人机交流中发挥了增强沟通、增
进信任和提升满意度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人们在

ＡＩ心理咨询师面前的自我揭露程度与面对人类咨
询师相当［３８］。然而，其他研究表明，ＡＩ会改变人类
的沟通方式，使人们在与真实他人交流时不自觉地
沿用与ＡＩ对话的简化习惯，导致表达风格与情感
语言趋于同质化［３９］。与此同时，ＡＩ的碎片化、顺从
式回应提供的只是浅层情感体验，这可能削弱人们
处理复杂人际情感的耐心，进而降低对冲突的容忍
度，不利于长期关系的维系，并放大社交恐惧。例
如，儿童在与语音助手交互中使用命令式语气时，这
种攻击性表达会无意识地渗透到与亲友的交

流中［４０］。
尽管智能体被赋予类人情感，但其情感水平仍

远低于人类。然而，当其被感知为接近人类情感能
力时，反而可能降低用户对他人“人性”的评价，诱发
“去人性化”现象［４１］。这种对他人理性意图和情感
体验能力的否定，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行为模式，表现
为冷漠、苛责、减少助人为乐行为，甚至增加暴力或
不道德行为［４２］。例如，与聊天机器人的互动会降低
人们的慈善捐赠意愿，并促使其保持社会距离［４３］。
社会认知理论与心智理论进一步解释了这种ＡＩ对
人机互动产生的溢出效应：社交型 ＡＩ表现出来的
社会属性可以成为用户学习社会行为的示范模型，
参与社会规范的塑造［４４］。虽然 ＡＩ在老年人、单身
群体或儿童群体中填补了情感需求缺口，但这种依
赖技术弥补社交陪伴的模式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亲密

关系的缺位。一旦人机亲密关系在更大范围内扩
展，它必然会反过来重塑人际互动的准则。

（三）心智重塑的情境调节性：技术、文化与社会
脉络的差异化影响

心智能力在不同人机关系中的扩张与收缩机制

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一过程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
是嵌入技术成熟度、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等情境
之中，展现出显著的情境调节性。ＡＩ技术处于引入
阶段时，更多地通过提高信息处理效率带来心智能
力的扩张，但是随着其融入日常生活，认知控制外
包、认知技能退化等风险逐渐显现。已经有学者发
现，可解释性 ＡＩ的设计与评价普遍依赖西方个体
主义社会的需求假设，对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用户
的偏好与使用逻辑缺乏充分关注［４５］。类似的偏向
也出现在关于“算法厌恶”的研究中，目前的证据几
乎完全基于西方社会，难以判断这种现象是否具有
跨文化普遍性［４６］。这意味着人机关系对人类心智

能力的影响也可能并不完全遵循单一规律，而是受
到文化价值观与社会规范的调节。这种差异也会折
射到社会制度层面，例如福利导向型社会倾向利用
护理机器人弥补照护缺口，人机关系在情感维度上
的作用权重更大；相对而言，市场驱动型社会更注重
生产效率，心智能力的重塑更集中在执行与认知层
面。未来研究需要在跨文化比较中揭示这些差异，
以构建出更具情境敏感性的心智重塑理论框架。

五　结论与展望：理论拓展与实践指引

本文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探讨了 ＡＩ时代的
新型人机关系对人类心智的重塑机制：一方面，ＡＩ
在执行协作、认知协同与情感支持三个维度上不断
扩张人类的心智能力，帮助个体克服生理与认知局
限，实现更高效的任务完成、更广阔的知识边界与更
多样化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这种重塑也伴随着心
智能力收缩的风险，包括认知控制的外包、独立判断
力的削弱以及人际情感联结的弱化。扩张与收缩的
并存说明人机关系对人类心智的影响是一种动态平

衡展开的过程，也揭示了人机关系的内在张力。因
此，未来关于人机关系的理论探讨与人机交互的实
践设计，均需要探索这种张力的平衡与调节机制，发
挥人机关系对人类心智的促进作用，抑制人机交互
对人类心智的负面影响。

（一）拓展人机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
本文通过揭示人机关系对心智能力的双重作用

推动了分布式认知理论的深化：它不再只是描述心
智如何分布于个体－工具－社会网络之间，而是进
一步强调了动态双向性与张力。基于此，本文提出
三个未来研究路径。
首先是ＡＩ的技术框架效应研究。框架理论指

出，新闻信息的组织、呈现和解释方式会影响受众对
议题的理解和感知，同一信息在不同框架下呈现时，
受众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决策［４７］２１。当算法成为新
闻信息的组织者、呈现者和分发者时，有必要考虑算
法新闻是否同样存在框架效应，出现框架生产自动
化，放大人类新闻从业者不自觉的偏见框架。因此，
人们心智加工的对象是否已经是算法框架效应后的

结果，是新闻传播学科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此外，许多看似由人类产出的信息，实际上是由 ＡＩ
生成的。在这种情况下，ＡＩ的技术逻辑可能对社会
各个行业人们的信息加工产生隐性框架效应，从而
重塑人类的思维与决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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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人机信任的动态性研究，以及 ＡＩ拟人
化与主体性研究。当ＡＩ对人类智能的还原度越来
越高、人与ＡＩ关系日益紧密，人机信任关系的复杂
性和重要性都在递增。ＡＩ信任研究既能指导可信

ＡＩ的开发，也能促进人机交互与协作的良性发展，
降低误用和弃用的风险。具体而言，可以基于社会
认知视角来验证并提升人际信任的理论框架在人机

信任中的适用性，也可以依托包含信任方、被信任方
及交互情景的三维信任框架，验证影响 ＡＩ信任的
关键因素。拟人化研究则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人们
如何感知智能体的拟人化程度；二是当人们认为ＡＩ
在某种层面已经高度拟人化后，如何看待 ＡＩ的主
体性。结合当前 ＡＩ拟人化发展程度与人们对 ＡＩ
主体性的感知，人机亲密关系似乎可以替代人际亲
密关系，这正在慢慢颠覆人们对 ＡＩ主体性的判断
与看法。尤其具身 ＡＩ进一步通过物理存在、动作
自主性、情感表达丰富性更容易触发人类的类心智
模型结构，对ＡＩ产生“主体幻觉”，进而产生亲密度
更高的情感依赖。

（二）ＡＩ设计规范与ＡＩ素养提升的启示
人机关系对人类心智能力的重塑不仅是理论层

面的问题，也深刻影响着 ＡＩ技术在社会中的实践
走向。只有在技术设计与用户素养两个层面同时发
力，才能真正实现“趋利避害”，发挥 ＡＩ的积极效
应。在设计层面，ＡＩ不应被单纯理解为效率工具。
当前大多数生成式 ＡＩ系统仍然存在明显的“黑箱
效应”，其决策过程缺乏可追溯性与可解释性，削弱
了用户对ＡＩ建议批判性检视的能力，也可能在无
意识中加剧对系统的过度依赖，放大心智能力收缩
的风险。因此，未来 ＡＩ设计应该兼顾透明性与可
解释性，将模型的运作逻辑、数据来源等信息以可理
解的方式反馈给用户，保障用户的认知自主性。在
用户素养层面，ＡＩ的普及意味着个体必须充分意识
到日常使用对其认知与情感的双重影响———既能提
供能力扩张，也可能诱发过度依赖与独立思考的弱
化。因此ＡＩ相关的培训与教育不应局限于技能操
作，也需要展开素养导向型的教育实践，这不仅包括
帮助用户理解 ＡＩ的工作机制及潜在局限，还应引
导其在不同任务中合理分配认知控制与外包比例，
同时提升其在伦理判断与责任承担方面的敏感度以

实现对ＡＩ的理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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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Ｊ］．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０（５）：７３３－７４４．
［１５］Ｏｂｒｅｎｏｖｉｃ　Ｂ，Ｇｕ　Ｘ，Ｗａｎｇ　Ｇ　Ｙ，ｅｔ　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ａｎｄ　ｈｕ－

ｍａｎ－ｒｏｂｏ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Ｊ］．Ａ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４（２）：６７７－６９０．
［１６］Ｐｅｃａ　Ａ，Ｃｏｅ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ｈ　Ｍ，Ｓｉｍｕｔ　Ｒ，ｅｔ　ａｌ．Ｒｏｂｏ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ＩＥＥ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６
（２）：５４－６６．

［１７］Ｃｅｌｉｋ　Ｉ．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ＰＡＣＫ：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ｂａｓｅｄ　ｔｏｏｌｓ　ｉｎ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２３，１３８：１０７４６８．
［１８］Ｃｈｉｒｉａｔｔｉ　Ｍ，Ｇａｎａｐｉｎｉ　Ｍ，Ｐａｎａｉ　Ｅ，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ＡＩ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　０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Ｊ］．Ｎａｔｕｒ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２０２４（１０）：１８２９－１８３０．
［１９］Ａｔａｋｉｓｈｉｙｅｖ　Ｓ，Ｓａｌａｍｅｈ　Ｍ，Ｇｏｅｂｅｌ　Ｒ．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ｅｘｐｌａ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Ｃ］／／２０２４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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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Ⅳ．Ｊｅｊｕ　Ｉｓｌａｎｄ：ＩＥＥＥ，２０２４：２９４８－

２９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ＩＶ５５１５６．２０２４．１０５８８８１２．
［２０］苏涛，彭兰．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与人类新境遇：２０２４

年新媒体研究述评［Ｊ］．国际新闻界，２０２５（１）：５３－７０．
［２１］Ｌｉ　Ｈ，Ｚｈａｎｇ　Ｒ　Ｗ．Ｆｉｎｄｉｎｇ　ｌｏｖｅ　ｉ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ｃｌｏｓ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Ｉ　ｃｈａｔｂｏ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４（５）：

ｚｍａｅ０１５．
［２２］Ｎｏｒｍａｎ　Ｄ　Ａ．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ｋｅ　ｕｓ　ｓｍａｒｔ：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Ｍ］．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３．
［２３］Ｒｏｇｅｒｓ　Ｙ，Ｅｌｌｉｓ　Ｊ．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９：１１９－１２８．
［２４］Ｈｏｌｌａｎ　Ｊ，Ｈｕｔｃｈｉｎｓ　Ｅ，Ｋｉｒｓｈ　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２）：

１７４－１９６．
［２５］Ｃｌａｒｋ　Ａ，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Ｄ．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ｍｉｎｄ［Ｊ］．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８

（１）：７－１９．
［２６］Ｓｍａｒｔ　Ｐ．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３）：３５７－３９０．
［２７］Ｓｐａｒｒｏｗ　Ｂ，Ｌｉｕ　Ｊ，Ｗｅｇｎｅｒ　Ｄ　Ｍ．Ｇｏｏｇ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ｏｕｒ　ｆｉｎｇｅｒｔｉｐｓ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３３３：７７６－７７８．

［２８］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Ｍ］．何道宽，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０．
［２９］Ｖｅｅｎｍａｎ　Ｍ　Ｖ　Ｊ，Ｖａｎ　Ｈｏｕｔ－Ｗｏｌｔｅｒｓ　Ｂ　Ｈ　Ａ　Ｍ，Ａｆｆｌｅｒｂａｃｈ　Ｐ．

Ｍｅｔ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Ｍｅｔ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０６（１）：

３－１４．
［３０］Ｒａｄｆｏｒｄ　Ａ，Ｋｉｍ　Ｊ　Ｗ，Ｈａｌｌａｃｙ　Ｃ，ｅｔ　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３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２１：８７４８－８７６３．
［３１］Ｎｇｕｙｅｎ　Ａ，Ｈｏｎｇ　Ｙ，Ｄａｎｇ　Ｂ，ｅｔ　ａｌ．Ｈｕｍａｎ－Ａ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ＡＩ－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Ｊ］．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４（５）：８４７－８６４．
［３２］Ｓａｖｉｎ－Ｂａｄｅｎ　Ｍ．Ｐｏｓｔ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Ｍ］．Ｃｈａ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２１．
［３３］Ｍｉｌｌｅｒ　Ｅ　Ｋ，Ｃｏｈｅｎ　Ｊ　Ｄ．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

ｔｅ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１，２４：

１６７－２０２．
［３４］Ｏｂｒｅｎｏｖｉｃ　Ｂ，Ａｓａ　Ａ　Ｒ，Ｏｂｌａｋｏｖｉｃ　Ｇ．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ａｔＧ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ａ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ｒｅｎｄｓ［Ｊ］．Ａ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６，４１：６５５－６６８．
［３５］Ａｌｏｎ－Ｂａｒｋａｔ　Ｓ，Ｂｕｓｕｉｏｃ　Ｍ．Ｈｕｍａｎ－ＡＩ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ａｄｖｉ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２３（１）：１５３－１６９．
［３６］Ｎａｚａｒ　Ｍ，Ａｌａｍ　Ｍ　Ｍ，Ｙａｆｉ　Ｅ，ｅｔ　ａｌ．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ｕ－

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２１，９：１５３３１６－１５３３４８．
［３７］Ｂａｋｏｌａ　Ｌ，Ｒｉｚｏｓ　Ｎ，Ｄｒｉｇａｓ　Ａ．ＩＣＴｓ　ｆｏ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ＤＨＤ　ａｎｄ　ＡＳＤ　ｃｏ－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１９（５）：１２２－１３１．
［３８］Ｌｕｃａｓ　Ｇ　Ｍ，Ｇｒａｔｃｈ　Ｊ，Ｋｉｎｇ　Ａ，ｅｔ　ａｌ．Ｉｔ’ｓ　ｏｎｌｙ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ｕｍａ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１４，３７：９４－１００．
［３９］Ｈｏｈｅｎｓｔｅｉｎ　Ｊ，Ｋｉｚｉｌｃｅｃ　Ｒ　Ｆ，ＤｉＦｒａｎｚｏ　Ｄ，ｅｔ　ａｌ．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２３，１３：５４８７．
［４０］Ｇａｒｇ　Ｒ，Ｓｅｎｇｕｐｔａ　Ｓ．Ｈｅ　ｉｓ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ｍ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ｕｓｅ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ｂ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ｏｂｉｌｅ，Ｗｅａ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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